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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公民行为指的是个人或团体出于自愿，主动采取的环保行动，有助于组织实现有效的环境管理。在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激发参与主体的环境公民行为，是项目环境管理成功的关键。本文构建了一个针

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参与主体的环境公民行为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并进行实证

分析。研究发现，大型项目参与主体的环境公民行为不仅受到项目层面制度压力的影响，还受到其自身

组织价值观和态度的制约。只有当参与主体认为某项实践与其组织价值观高度契合时，项目层面的制度

约束才能更有效地塑造其态度，产生对项目环境目标的积极认同，即环境承诺。这种承诺能够激发主动

的环境公民行为。此外，如果大型项目能够积极履行对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如帮助参与成员提升技能、

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公平的薪酬和晋升机会，那么环境承诺更易于转化为具体的环境公民行为。

研究结果为强调以人为中心、关注利益相关者行为动态的“软性管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考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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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behavior refers to voluntary actions taken by individuals or group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an organ-
ization. In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timulating the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participants is key to the success of projec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participants in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collect data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nviron-
ment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participants in large projects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t the project level but also constrained by their own organizational values and attitudes. 
Only when participants believe that a certain practice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ir organizational 
values can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t the project level more effectively shape their attitudes, leading 
to positiv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roject’s environmental goals, i.e., environmental commitment. This 
commitment can stimulate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urthermore, if large pro-
jects actively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owards participants, such as helping members im-
prove skills, providing a healthy and saf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fair compensation and promo-
tion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commitment is more likely to be transformed into specific envi-
ronment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a line of 
thought for the “soft management” model that emphasiz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focuses 
on the dynamics of stakeholder behavior. 

 
Keywords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nvironmental Commitment,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Theory, Institutional 
Theor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实体经济的

基础，建筑业的发展模式迫切需要从高能耗、低效益的传统模式转变为更先进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在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提高环境绩效、推广绿色节能已成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管理中最为紧迫和重要的目标之一[1]。随着对大型项目环境管理力度的持续加强，关键挑战在于如何

将正式的项目制度转化为创新和自发的行动[2] [3]。在缺乏个体积极参与的情况下，环境管理政策和系统

的应用往往与日常活动相脱节，实施方式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4]。这种现象揭示了参与主体的

行为选择并不完全受项目层面制度要求的限制，且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也存在差异。例如，在某交

通枢纽工程项目中，业主要求施工单位采用BIM模型以减少资源消耗，但不同标段施工单位的响应程度、

投入精力和成果产出却存在显著差异。 
大型项目通常涉及众多参与方，其中包括设计单位、承包商、咨询顾问以及供应商等。参与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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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同的企业组织，拥有双重身份：项目身份和企业身份，受到项目临时组织和企业稳定组织的双重约

束，必须同时关注对项目的贡献和遵循企业价值导向[5]。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制度对

参与主体的约束程度受何种机制影响，以及如何充分激发参与主体自下而上的环境实践积极性，使项目

参与方的行为选择趋于一致，这些问题目前尚不明确。 
本文将从组织承诺视角切入，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参与主体对项目环境目标认同态度的形成与转

化过程深入探讨，尤其关注环境承诺如何形成并进一步转化为环境公民行为的机制，推动项目环境管理

的精细化，最终提高项目的环境管理绩效。 

2.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由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通常规模庞大、技术复杂、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加之环境公民行为是一种

超越既定角色要求的创新自发行为，其实施过程中常常遭遇信息不对称、主动参与度不足以及行为质量

的不确定性等挑战[6]。为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机制，需要明确其所关联的理论维度。 
首先，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组织倾向于做出能够赋予其行为意义并实现自身稳定的决策。研究表明，

通过实施环保实践，如环境公民行为，组织能够提高环境管理绩效，满足外部需求，并增强市场竞争力，

这揭示了环境公民行为的根本动机[7]。然而，制度主义相关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主要关注行为产生的

驱动因素和动机，而没有深入探讨“因”如何转化为“果”的具体路径。在探讨“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

上，仍需借助更细致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环境心理学中的 S-O-R 理论阐述了环境中的刺激(Stimulus, S)如何影响个体的内部状态(Organism, O)，

进而促使个体产生特定的态度或行为反应(Response, R) [8]。在探讨环境公民行为的具体形成过程时，S-
O-R 理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从项目的驱动因素，到进一步转化为内在的行为态度，最终表现

为实际的环境公民行为。S-O-R 理论专注于特定情境中，组织如何做出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反应，但

在识别“刺激”，即环境驱动因素方面，解释力尚显不足。因此，通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来增强对环境因

素的识别，可以进一步完善 S-O-R 理论的逻辑框架。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试图将制度理论和 S-O-R 理论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分析架

构，以更为完整的逻辑链路探索大型项目环境公民行为形成机制。 

2.1. 理论基础 

2.1.1. 项目制度压力作为环境刺激(Stimulus, S) 
制度压力作为一种环境刺激，不仅影响组织的决策过程，还可能改变组织的长期战略方向和行为模

式。借鉴 DiMaggio 等人对制度压力的经典分类，并将其应用于项目层面[9]。 
首先，项目业主方的强制要求构成了强制压力的核心。这种压力表现为业主对项目自上而下的影响

力度。政府或大型国有企业往往作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业主方，通过成立建设领导小组或项目建设指

挥部来领导项目组织，管理和协调项目众多参与方，对参与方施加强制力。类似于公司组织趋同性研究

中总部与子公司的关系[10]，项目参与方需要依赖项目业主提供的资源，业主能够通过监测、控制资源分

配来提高参与主体的行为意愿[11]。 
其次，项目的价值理念、文化氛围、目标导向等从伦理规范的角度对参与方产生影响。由于管理活

动是由深受其价值观和信仰影响的人执行的，因此任何管理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色彩[12]。项目所

遵循的价值规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塑造参与主体的态度和决策。 
最后，模仿压力主要源于同行的表现。在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时，参与主体倾向于认可并模仿优秀竞

争对手的做法，以获得合法性和额外收益。模仿压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同行业其他类似项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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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实践做法；二是项目内部(如不同标段)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比较和竞争[7]。 

2.1.2. 环境承诺作为内部状态(Organism, O) 
Solinger 等认为，组织承诺反映的是个体对组织的态度，包含情感(情感依附和认同)，认知(对目标、

规范、价值观的认同和内在化)，行动准备(维护和提升组织价值的行为誓言) [13]。在环境管理领域，环

境承诺是对组织环境目标的认同感与责任感的反映[14]。这种态度的形成与演变显著地受到外部环境因

素的影响，涉及个体将外部环境的要求和期望转化为内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并能进一步引发行为

结果。 

2.1.3. 环境公民行为作为一种回应(Response, R) 
环境公民行为来源于组织公民行为，是“公民精神”在环保领域的行为体现。学者们对环境公民行

为的定义各有侧重，但普遍认同两个核心要素：首先，环境公民行为指的是对环境和社会有益的行为；

其次，它是一种超越正式工作要求的、自愿的非正式结构中的行为。基于 Organ 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

究[15]，Borial 等进一步界定出环境公民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包括帮助解决环境问题，提出旨在预防污染

的解决方案，以及与环境部门合作实施绿色技术等[16]。环境公民行为被认为受到组织内个体态度的影响，

研究指出，具有高组织承诺的员工往往能够展现出诸多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正面行为，例如组织公民行为

和高工作绩效等[17]。因此，可将环境公民行为视为组织内部状态的结果延伸和对制度压力的最终回应。 

2.2. 假设提出 

2.2.1. 项目制度压力(刺激-S)–环境承诺(内部状态-O) 
大型项目因其复杂性等特点，使得参与主体的环境管理工作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预期目标和实现

途径较为模糊的情况下，通过接受业主的强制要求、顺应项目宣贯的价值规范和模仿同行的经验做法，

成为最直接的选择[7]。业主的强制性要求能够促使参与主体对环境保护产生更强的承诺，因为这些要求

通常与合规性和项目成功直接相关；项目的文化价值和目标导向等规范能够引导参与主体认同并内化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对环境目标的认可；行业内其他团队的表现可以作为参考和激励，促使参与

主体提高自身对环境管理的重视水平。制度压力作为重要的环境刺激能够影响项目参与主体对环境保护

的态度，Gholami 等人以采用绿色信息系统为例，证实制度压力对管理人员对采用环境管理实践的态度会

产生积极影响[18]。因此提出： 
H1a 项目强制要求对环境承诺有正向影响； 
H1b 项目价值规范对环境承诺有正向影响； 
H1c 项目同行表现对环境承诺有正向影响。 

2.2.2. 环境承诺(内部状态-O)–环境公民行为(反应-R) 
态度是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它们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塑造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态度的形

成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为的发起和执行[19]。当参与主体对项目所倡导的环境价值理念产生深

刻认同和共鸣时，便更可能主动承担起超越自身职责范围的角色，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时间，展现出对项

目有益的自发行为和积极贡献，以确保项目的环境目标得以顺利实现[17]。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参与主

体的环境承诺水平可能会直接影响其采取环境公民行为的意愿和频率。因此提出： 
H2 环境承诺对环境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 

2.2.3. 环境承诺(内部状态-O)作为中介变量 
项目环境层面的制度压力本身可能不足以鼓励参与主体的环境公民行为，因为环境公民行为不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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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的，如果项目业主希望参与主体履行环境责任，并保持自愿性，某些心理激励尤其重要[6]。Afsar 等
人提出，最有效的激励方式是引导员工深入理解行为背后的深层意义，并相信其能带来长远的影响[20]。
如前所述，项目的强制要求、价值规范以及同行表现，均是项目层面传递的环境保护信号[21]，这些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参与主体的环境承诺。环境承诺体现了参与主体对环境保护的积极立场，是预测

环境公民行为的关键前因[22]。Zhang 等人从管理层的环境承诺角度出发，研究了外部制度压力的作用机

制，发现团队成员的环境承诺是外部制度压力影响内部环境管理绩效的关键中介变量[23]。据此可以推断，

项目制度压力通过环境承诺促进自发性的环境公民行为。因此提出： 
H3 项目制度压力的三个维度将分别通过环境承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环境公民行为。 

2.2.4. 价值一致性作为制度压力影响环境承诺的调节变量 
在公司总部与子单位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即便在公司组织结构高度制度化且各子单位组织

面临巨大采用压力的情况下，实践中的具体实施方式和时间安排，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子单位需依

据具体情形独立决策[24]。项目业主方和参与方的关系类似总部与子单位，参与方并非被动接受者或盲目

模仿者，其对项目环境管理实践有自身看法和一定的决策自由度，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应性调整。 
制度理论新发展强调关注实施者对实践的评估，这与组织价值观紧密相关。组织价值观是组织目标

和需求的社会表征，其与外界刺激的一致性程度会影响组织对实践的认可与接受度，进而影响实践实施

效果，如 Klein 和 Sorra 的研究表明，实施氛围与组织价值一致性越高时，子单位对实践的实施程度越大

[25]。Jacqueminet 提出子单位实施实践的过程受总部审查，过程的合规程度取决于实践与子单位关注议

程的一致性，高一致性可提高子单位的响应意愿[10]。 
参与主体的价值观与环境友好价值理念的一致程度，会作用于制度压力与环境承诺的关系。当价值

一致性弱时，即便项目强制要求严格、价值宣贯有力、同行表现优异，参与主体也难以认同项目环境实

践目标，产生自发的环保行为，甚至会敷衍应对。因此提出： 
H4a 价值一致性对项目强制要求影响环境承诺的程度有调节作用； 
H4b 价值一致性对项目价值规范影响环境承诺的程度有调节作用； 
H4c 价值一致性对项目同行表现影响环境承诺的程度有调节作用。  

2.2.5. 面向参与主体的 MSR 作为环境承诺影响环境公民行为的调节变量 
环境公民行为具有无偿性，其实施是参与主体的自发之举，未附带任何形式的奖励或报酬[26]，这在

一定程度上与参与主体的个体利益相悖[27]。尽管环境公民行为于个人、组织及社会层面皆具积极意义，

但其成效的彰显并非一蹴而就，短期内难以获取显著的环境效益，需历经较长时间方可实现其有效性。 
因此，若项目对环境行为的成本予以补偿，参与主体与项目的契合度将得以提升，进而更有效地促

进环境行为，这符合社会交换的互惠原则[6]。大型项目社会责任(Major-proje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MSR)
是在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研究中，结合大型项目的特质进行拓展与深化所

得。MSR 的核心要义不仅囊括了 CSR 的基本要求，还着重强调了对项目参与团队的社会责任。面向项目

参与主体的 MSR 意味着项目能够助力参与团队成员提升技能、发展职业，为其营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

境，并提供公平的薪酬待遇乃至晋升契机[28]，从而弥补环境行为的成本。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行为取决于自主(内在)和受控(外在)动机的有机结合[29]。源于价值观和态度的

自主动机与环境公民行为呈正相关[30]，环境承诺可被视作自主动机的一种表现形式。面向参与主体的

MSR 确保了参与团队成员的利益，对环境行为的成本予以补偿，故而可作为外在动机因素，且可能与自

主动机共同作用于环境行为[6]。因此，本研究将面向参与主体的 MSR 设定为调节变量，提出： 
H5 面向参与主体的 MSR 对环境承诺影响环境公民行为的程度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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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研究模型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见图 1。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量表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以经典的五分李克特量表为基础，相关题项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得到过验证。 
(1) 因变量。基于 Raineri 等人的研究，确定了测量环境公民行为的七个题项，代表题项为“我们团

队会针对项目环境绩效的改善问题提出新的方案建议”[19]。 
(2) 自变量。基于王歌等人的研究，确定了测量项目强制要求变量的三个题项，代表题项为“政府相

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或机构、环境监理单位要求项目重视环境问题”[7]；基于 Christophe 对项目文化

的研究和 Erik Gonzalez-Mulé等提出的组织目标量表，确定了项目价值规范变量的三个题项，代表题项为

“项目会开展环境整治等专项提升活动，定期宣贯环境友好价值观”[12] [31]；基于 Zhai 等的研究，确

定了测量项目同行表现的三个题项，代表题项为“同类型项目的环保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行业声誉”[32]。 
(3) 中介变量。基于 Raineri 等人的研究，确定了测量环境承诺的六个题项，代表题项为“项目是否

拥有良好的环保形象对我们团队有重要的意义”[19]。 
(4) 调节变量。基于 Jacqueminet 的研究，确定了测量价值一致性的四个题项，代表题项为“我们团

队提倡减少环境排放，有环境管理的系统政策”[10]；基于 Turker 的研究确定了测量面向参与主体的大

型项目社会责任的测量题项，代表题项为“项目能够提高参与团队成员的职业技能，鼓励和帮助成员的

职业生涯发展”[33]。 
(5) 控制变量。针对被访者角色，划分为业主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咨询单位，分别取值为“1”、

“2”、“3”、“4”；根据被访者工作实践年限划分为<5 年、≥5 年~<10 年、≥10 年~<15 年、≥15 年~<20
年、≥20 年五个类别，分别取值为“1”、“2”、“3”、“4”、“5”；根据项目计划工期为<2 年、≥2
年~<5 年、≥5 年，分别取值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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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首先，邀请 10 位参与过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担任项目管理职位的经理进行问卷前测，根据他们的反

馈对初始量表的题项表述进行修正，使题项更契合项目情境。预调研阶段，参与过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

业主单位、施工单位、咨询单位、设计单位的部门团队负责人，包括项目经理、专业主管、专业工程师等

能够和项目建设指挥部管理人员共同与会、深度参与项目建设过程的人员被选为关键线人，累计有 52 位

项目管理层的专业人员参与到小样本的测试中。根据预测试的综合分析结果，对初始量表进行题项调整

并重新编号，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进一步，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正式问卷发放时将问卷中测量项目

的顺序随机化，使得受访者无法识别自变量和因变量，并邀请北京、哈尔滨、上海和南通等不同地区大

型基础设施项目参与者进行问卷测试，最终共收集问卷 372 份，剔除无效问卷 45 份，最终收获有效问卷

327 份，问卷有效率为 87.9%，问卷调查的样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Table 1. Respondent basic information statistics 
表 1. 被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类别 条目 数量/个 占比 

性别 
男 209 63.9% 

女 118 36.1% 

工作单位 

施工单位 146 44.6% 

设计单位 75 22.9% 

业主单位 54 16.5% 

咨询单位 52 15.9% 

工作实践年限 

≥5~<10 年 111 33.9% 

<5 年 94 28.7% 

≥10~<15 年 68 20.7% 

≥15~<20 年 45 13.7% 

≥20 年 9 2.7% 

工作岗位 

项目工程师 109 33.3% 

项目部门经理 78 23.8% 

专业主管 63 19.2% 

项目经理/负责人 55 16.8% 

其他 22 6.7% 

项目类型 

市政工程 86 26.2% 

公路工程 81 24.7% 

铁路工程 74 22.6% 

民航工程 71 21.7% 

其他 15 4.5% 

项目计划工期 

≥2~<5 年 205 62.6% 

<2 年 97 29.6% 

≥5 年 2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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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实施 Harman 单因素检验，以检验潜在的常见方法偏倚，从数据中提取的 5 个因素中最显著

的因素仅占总方差的 31.34% (<40%)。因此，总体方差不受一个单一因素的影响，常见的方法偏差可以不

被视为一个威胁。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列出了研究因子的平均数、标准方差以及 Pearson 相关系数，由表可知，项目价值规范、项目同

行表现与环境承诺显著正相关，而项目强制要求与其相关性不高，假设 1a 和假设 1c 得到了初步的支持。

环境承诺与环境公民行为也呈显著正相关，假设 2 也得到了初步支持。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CV MR PP VC EC MSR OCBE 

CV 1.000       

MR 0.147** 1.000      

PP −0.013 −0.014 1.000     

VC −0.024 −0.014 −0.053 1.000    

EC 0.348*** 0.108 0.336*** 0.676*** 1.000   

MSR −0.078 0.004 0.406** 0.428** 0.489** 1.000  

OCBE 0.216*** −0.034 0.278*** 0.624*** 0.623*** 0.428*** 1.000 

均值 2.574 2.513 2.470 3.052 2.205 2.561 3.200 

标准方差 0.966 0.822 0.915 1.151 0.865 0.854 0.938 

注：1) **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2) CV 为项目价值规范，MR 为

项目强制要求，PP 为项目同行表现，VC 为价值一致性，EC 为环境承诺，MSR 为面向参与主体的大型项目社会责

任，OCBE 为环境公民行为。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信效度分析结果见表 3，7 个构造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均高于推荐阈值 0.7，说明量表

具有可接受的信度，结构的复合可靠性(CR)均高于 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在效度方面，使用

因子负荷和平均方差提取(AVE)来评估收敛效度，七个变量在旋转后的因子负荷均落在原概念上，且所有

变量的 AVE 值均大于 0.5 的阈值，可以推断每个因素都具有可接受的收敛效度。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 validity 
表 3. 变量信效度统计结果 

潜变量 Cronbach’s α AVE CR 

项目强制要求(MR) 0.796 0.571 0.799 

项目价值规范(CV) 0.887 0.728 0.889 

项目同行表现(PP) 0.894 0.742 0.896 

环境承诺(EC) 0.902 0.654 0.904 

价值一致性(VC) 0.921 0.744 0.921 

面向参与团队的大型项目社会责任(MSR) 0.892 0.675 0.893 

环境公民行为(OCBE) 0.907 0.586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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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通过比较 AVE 的平方根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来评价判别效度，如表 4 所示，可知任意两个因

子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所对应的潜变量 AVE 的平方根，说明研究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分度，是

不同的构念，量表区分效度可靠。 
 

Table 4. Factor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表 4. 因子相关性分析及区分效度 

变量 CV MR PP EC VC MSR OCBE 

CV 0.853       

MR 0.091 0.756      

PP 0.006 −0.006 0.861     

EC 0.268 0.064 0.245 0.809    

VC −0.029 −0.014 −0.059 0.659 0.863   

MSR −0.063 0.005 0.271 −0.068 −0.052 0.822  

OCBE 0.179 −0.026 0.247 0.488 0.684 0.343 0.766 

注：表格对角线加粗数据为对应因子的 AVE 平方根。 

4.3. 结构模型分析 

用 AMOS28.0 测试所提出的假设。对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χ2/df 为 1.772，RMSEA
为 0.049，CFI 为 0.965，GFI 为 0.915，可知模型拟合指标卡方自由度之比小于 3，适配良好；CFI 达到

0.9，适配良好；GFI 达到 0.9，适配良好；RMSEA 小于 0.05，适配良好。 

4.3.1. 直接效应检验 
结构模型路径检验结果见表 5，可知假设 H1b、H1c、H2 得到验证，H1a 未得到验证。项目价值规范

和项目同行表现对环境承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承诺能够显著促进环境公民行为的形成。 
 

Table 5.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 

假设 路径 非标准系数 标准化系数 β 标准误 S.E. 临界比(C.R.) p 值 结果 

H1a MR→ EC 0.071 0.072 0.057 1.240 0.215 不成立 

H1b CV → EC 0.319 0.377 0.049 6.574 *** 成立 

H1c PP → EC 0.339 0.365 0.068 6.499 *** 成立 

H2 EC → OCBE 0.741 0.690 0.075 9.937 *** 成立 

注：***表示在 0.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3.2.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环境承诺的中介效应，首先测量了项目强制要求、项目价值规范和项目同行表现对环境公

民行为的总效应，结果如表 6 所示。项目价值规范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243 (p < 0.001，
总效应显著)；项目同行表现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326 (p < 0.001，总效应显著)；项目强制

要求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87 (p > 0.05，总效应不显著)。当引入环境承诺的间接影响时，

项目价值目标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17 (p = 0.775，直接效应不显著)、项目同行表现与环

境公民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075 (p = 0.204，直接效应不显著)；项目强制要求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

路径系数为−0.137 (p = 0.009，直接效应显著)。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5.142039


孙继德，文婧 
 

 

DOI: 10.12677/mse.2025.142039 385 管理科学与工程 
 

Table 6. Intermediary inspection results 
表 6. 中介检验结果 

变量 路径系数 

自变量(X) 中介变量(M) 因变量(Y) X→Y X→M 
X + M→Y 

X→Y M→Y 

项目强制要求(MR) 

环境承诺(EC) 环境公民行为(OCBE) 
−0.087 0.072 −0.137** 

0.690*** 项目价值规范(CV) 0.243*** 0.377*** −0.017 
项目同行表现(PP) 0.326*** 0.365*** 0.075 

注：**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进一步运用 Bootstrap 方法抽样 5000 次，验证环境承诺在项目强制要求、项目价值规范、项目同行

表现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如表 7 所示。项目价值目标对环境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 95%置信

区间为[0.173, 0.354] (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著)，项目同行表现对环境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为[0.177, 0.333] (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著)，项目强制要求对环境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为

[−0.028, 0.129] (包含 0，中介效应不显著)。 
 

Table 7.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Bootstrap 
表 7. Bootstrap 间接效应检验 

路径 标准化系数 
95%置信区间 

结果 
Lower Upper 

项目强制要求→环境承诺→环境公民行为 0.05 −0.028 0.129 中介效应不成立 

项目价值规范→环境承诺→环境公民行为 0.26 0.173 0.354 中介效应成立 

项目同行表现→环境承诺→环境公民行为 0.251 0.177 0.333 中介效应成立 

4.3.3. 调节效应检验 
为证明假设 H4a~4c、H5，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建立交互项，以测试交互项

对环境承诺和环境公民行为的影响。项目价值规范和价值一致性的交互项对环境承诺的影响系数为 0.136 
(p < 0.001，调节效应显著)，项目同行表现和价值一致性的交互项对环境承诺的影响系数为 0.079 (p < 0.05，
调节效应显著)，项目强制要求和价值一致性的交互项对环境承诺的影响系数为 0.029 (p = 0.477，调节效

应不显著)，面向参与主体的 MSR 与环境承诺的交互项对环境公民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070 (p < 0.05，调

节效应显著)，模型结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Results graph of structural model path 
图 2. 结构模型路径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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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图 3(b)反映了价值一致性正向调节项目价值规范与环境承诺的关系、项目同行表现与环境

承诺的关系，即当价值一致性越高时，项目价值规范、项目同行表现对环境承诺的正向影响就越强，因

此 H4b、H4c 得到支持。图 4 反映了面向参与主体的大型项目社会责任正向调节环境承诺和环境公民行

为的关系，当项目所承担的面向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水平较高时，环境承诺对环境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

就越强。 
 

 
(a)                                                (b) 

Figure 3. (a)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C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V and EC; (b)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C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P and EC 
图 3. (a) 价值一致性对项目价值规范–环境承诺关系的调节效应；(b) 价值一致性对项目同行表现–环境承诺关系的

调节效应 
 

 
Figure 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S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 and OCBE 
图 4. 面向参与主体的 MSR 对环境承诺–环境公民行为的调节效应 

4.4. 结果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制度压力的不同维度，即项目强制要求、项目价值规范和项目同行表现对项目参

与主体态度和行为选择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存在差异。由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可知： 
(1) 项目价值规范和项目同行表现对环境承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项目的文化、目标、理念等价值规

范能够引导参与主体认同环境保护的价值和项目环境管理的目标。同时，行业内其他团队在环境管理方

面的出色表现可以作为有力的参考和激励，推动参与主体不断提升自身在环境管理方面的重视程度和实

践水平。 
(2) 环境承诺对环境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对于促进行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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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当参与主体认同项目倡导的环境价值理念和目标时，他们更可能超越自身职责，展现出自发的

行为和积极的贡献。 
(3) 环境承诺的中介作用得到部分验证，环境承诺在项目价值规范和项目同行表现对环境公民行为

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在项目强制要求对环境公民行为的影响中未起作用。项目强制要求对环境

承诺无显著影响，类似的结果在王歌等对制度压力、环境公民行为和项目环境绩效的研究中也有提及[7]。
自上而下的强制政策和要求并未能引起自下而上的配合，强制压力的施行反而引发大型项目的“漂绿”

行为。漂绿是为将自己包装为环境友好型的组织而“假装”重视环境管理的行为。强制要求可能会引起

个体的抵触心理，尤其是当这些要求被视为外来的、强加的规则时，这种心理可能会降低参与主体对环

境目标和价值的接受度，从而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环境公民行为。 
(4) 价值一致性对项目价值规范和项目同行表现影响环境承诺的程度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当项目参

与主体自身的价值观与绿色环保环境友好的理念越契合时，项目的价值规范和同行表现更有可能影响环

境承诺，进而促进环境公民行为的形成。价值一致性与态度的形成与转化密切相关；当价值一致性较低

时，即使存在项目层面价值规范的宣贯和同行表现的激励，参与主体也难以认同项目环境实践目标，不

易产生自发的环境友好行为。 
(5) 面向参与主体的 MSR 对环境承诺影响环境公民行为的程度有正向影响。这强调了大型项目履行

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它通过确保参与团队成员的利益，补偿环境行为的成本，从而增强个体的自主动机，

促进环境公民行为的实施。 

5. 启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 S-O-R 模型和制度理论框架构建了分析模型，探究了大型项目参与主体自发投入环境保

护行为的机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给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管理实践带来思考与启发。 
(1) 强化价值宣贯，重视“软性管理”。在项目前期即明确项目价值规范，将环境保护、绿色友好融

入项目文化和目标中，以此引导参与主体认同并内化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为例，

项目在建设初期即确定了建设“平安机场、绿色机场、智慧机场、人文机场”的项目总目标，针对这一总

目标开展了系列环境整治专项议题宣贯工作，通过简报、会议等形式，及时向所有参与方传达了各项任

务的必要性。同时，在价值宣贯的过程中要避免过度强制，减少单纯依赖强制要求来推动环境管理，以

免引发抵触心理和“漂绿”行为，更多地通过激励和正面示范来促进参与方自发的环境友好行为。此外，

项目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参与团队成员提供良好、公平、积极的工作环境与氛围，从而更有效地

促进环境承诺转化为具体的环境保护行动。 
(2) 树立典型标杆，激发“适度竞争”。在项目启动阶段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考察并分析在环境管

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示范性项目。通过吸收和借鉴这些项目的成功经验，可以构建一套适合本项目的

环境管理策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表彰并公开展示各参与主体在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方面的杰出

表现和创新实践。此举旨在激发不同企业、不同标段之间的健康竞争，以此作为激励机制，促进各团队

在环境管理实践中相互学习、借鉴和赶超，从而整体提升项目的环境绩效。通过这种正向激励和同行间

的良性竞争，可以有效地推动项目参与主体在环境管理领域的持续改进和创新。 
(3) 完善选择机制，强调“理念契合”。在招标过程中，项目业主方需构建一个综合评估框架，不仅

考量参与主体的技术和财务能力，还应考核其环境管理理念和绿色实践记录。通过这种方式，业主方能

够筛选出那些真正将环境保护融入企业文化和运营中的参与团队。此外，业主方应通过招标文件明确传

达项目的环境目标和要求，确保所有参与方都清楚地了解这些目标，并评估其与自身价值观的契合度。

这种透明化的沟通有助于吸引那些对环境保护有共同承诺的团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所选择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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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积极地为实现项目的环境目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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